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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挂钩指标市场化政策研究 

——以重庆地票制度为例 

余欢
1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通过研究增减挂钩指标政策的变迁过程，结合现实条件分析当下不同的增减挂钩模式下的政策改革，

探讨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集体在内的不同主体的制度需求。以重庆地票为代表的市场化政策的产生与发展为

例，探究当下增减挂钩政策指标市场化的现实意义，为促进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化配置得以协调发展，从不同的

角度提供可能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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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为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中国建设用地指标采取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然而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城镇建设占用耕地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为破解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保障这一两难困境，解决城镇发展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政府于 2005年正式出台了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并以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1 重庆地票制度的提出背景 

在形势严峻的耕地保护任务前，中央政府不仅需要从制度上采取强制性行动来规范地方行为，更需要考虑为地方保护耕地

寻找内生性动力。结合中国在21世纪初的发展目标，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出台严格的土地管制制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限制

建设用地的扩张，而是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其带来的耕地数目急剧下降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追求社会利益最

大化的社会行政主体，实现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双赢才是中央政府的目标，但囿于其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有限，与地方政府能

够实际了解当地情况不同，中央无法作出对每个地区都适用的制度安排，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其在制度供给时无法做出

最佳决策，即使有制度创新的想法，实施起来的风险和成本也很大。而地方政府作为在外部规则中与中央博弈的地方统治代表，

经济发展速度与其自身的利益结构和当地人民的社会福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关系到地

方经济发展的命脉，故即使在中央对全国土地实行了严格管控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仍要在完成中央的指令下，为城市土地开

发寻找合法化空间。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浙江等地进行的自发性创新尝试帮助其探索了制度发展的方向，节约了自身的制

度创新成本，为政策演化提供了新的思考途径，即在后续如何通过政策制度的创新改革平衡地方发展需求和耕地保护的目标。 

长远来看，多数学者认可增减挂钩作为一项国土管理创新制度，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度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为产业经济和城镇建设提供了发展空间。目前已开展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政策实践虽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项目推进下大拆大建、收益分配混乱等问题上争议颇多，造成了违背农民意愿、侵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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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等负面影响，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将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注重耕地数量而忽视

耕地质量，提供建设用地“寻租”的途径，农民集体的权益没有得到尊重与保障。随着增减挂钩政策的不断深化，增减挂钩试

点规模不断扩大、试点区域不断增多，部分试点区域突破了国家制定的增减挂钩基本实施框架，对传统增减挂钩模式进行了较

大幅度的创新。很多试点区域在增减挂钩基本框架内进行模式探索，先后出现了多种特点鲜明的增减挂钩模式，如天津的“宅

基地换房”模式、江苏的“万顷良田建设”模式、山东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等模式。在此背景下，重庆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开展了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探索。 

2 重庆地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1 重庆地票的产生 

当指标市场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各地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在地方已有的土地政策下考虑新的发展策略。重庆市作为中国典

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区，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地区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十分强烈，而相对落后地区由于地区发展滞后等原因，

许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而农村的年轻一代也由于工作变化等原因搬迁到城区，不再在农村居住，农村开始出现大量闲置的宅

基地。为加快其转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2007 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背景下，重庆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探索。2008 年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即地票交易制度的正式诞生，标志

着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对土地流转方式的重要创新。 

制度变迁的过程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存在的现实问题所进行的调整和改进。对于以重庆地票为代表的增减挂钩市场

化政策的出现，有学者认为是在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环境下，中央政府保护耕地的目标、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

的目标、村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目标和农民增加土地权益的目标均不能得到实现的状况下，产生了制度创新需求。 

2.2 重庆地票制度的发展 

重庆“地票”制度作为首次引入市场交易平台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顾汉龙通过对比重庆市指标周转模式和地

票交易两种模式，得出地票交易模式在耕地保护和农民权益保障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但“挂钩”指标利用效率较低的结论。

张鹏等认为重庆土地地票交易制度由于城乡土地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间的差异，存在广阔的交易空间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慕卫

东认为地票制度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耕地有效保护和增加农民收入三方面有基础的功能，与其他制度相结合还有很多延

伸功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地票”本质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延伸和远距离、大范围地建设用地指标置换，突破了指标在县域范围内的流转，

允许跨区县交易，极大的扩展了交易范围，让指标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市场化配置。通过将落后地区土地未来的发展权利出让给

指标需求方即发达地区，解决发达地区的指标供给困境，又为落后地区带来直接的发展财政资源，从而实现了地方政府自身的

利益目标。在耕地保护方面，地票交易首次打破了以往先占后补的做法，而采取先复垦再申请的方式，复垦的土地验收合格后

土地权利人才可获发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也即“地票”。作为一个山地丘陵占城市总面积 98%的特大城市，复垦的宅基

地中必将形成存在一定坡度的耕地，通过验收复垦的土地更能有效保障耕地的质量，从而有利于真正意义上完成耕地保护的目

标。 

但与此同时，“地票”交易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并不完全遵循市场配置，因为其每年度的挂钩指标交易量由重庆市人民政

府根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规模和用地需求情况实行计划调控，交易的价格也是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制定交易基准价，而非

遵循市场供需原则，但其作为中央允许下增减挂钩政策的首次市场化创新尝试，市(省)域范围内的市场化交易形式取得了不错

的成功，即为发达地区谋得发展空间和机会的同时，又给落后地区提供资金等生产要素，让中央政府看到了增减挂钩市场化政

策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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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将宅基地复垦后，其自身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就有赖于社会保障水平。这其中包括个人生活环境的改

变对农民精神生活的影响，当农民失去宅基地，其生活居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是我们在考虑农民福利

是否提升的重要层面。政府通过提高医疗保障和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增进农民公

平感。 

地票制度的出现，是地方政府在改革背景下结合当下形势中三方各自的利益结构，充分考虑了各方的目标、对制度创新的

需求以及对于制度行为的接纳度后进行的制度创新。通过充分保障农民集体的利益，地票制度实现了中央政府的公平需求，优

化了农村用地和城市用地的空间布局，之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和

经验。 

3 问题与讨论 

增减挂钩政策形成初期，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形成的主要推动者，为了协调当地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而推出的突破性创新举

措成为了增减挂钩政策的雏形，实现了建设用地利用的跨区域有效配置，也为欠发达地区输入了丰富的财政资源，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地区内各区由于耕地潜力差异和建设用地需求造成的用地矛盾，成为地方在不打破中央严格的土地管制制度下具有一定

可行性的操作模式。在增减挂钩政策的形成阶段，地区的制度创新行为成功地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地方政府对于扩张城市

规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也让中央政府看到了创新行为的可行性，在此背景下，增减挂钩政策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最

终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各省市也经过自己不断的尝试和改进，在经济情况、社会环境、地域环境不同的情况下，贯彻中央

政策，选择试验适合自己的模式。在增减挂钩政策出台后，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着调整，由于一些地

方政府利用政策盲目扩大试点，逼农民上楼，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侵害了农民集体的利益，中央开始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严

格规范，实施监察制度，对试点地区进行控制，以保障农民利益在政策中不受损失。在增减挂钩政策施行中期，由于各地陷入

了供给困境，仅一个地区内的指标挂钩不能满足用地需求，而此时市场化政策的出现突破了以往各种模式的界限，增减挂钩指

标市场化成为具有借鉴意义的流转方式。而后增减挂钩政策扶贫工作中的成功应用，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流动成为中央许

可下众多地区获得(卖出)指标的趋势与选择。 

地票交易作为在全国率先开展的市场化交易模式，其政策实施切实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不适宜的制度

实施将会导致农民的生活条件无法得到保障，如何合理地调整增减挂钩指标市场化政策，是当下央地政府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由于当下的地票交易是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来沟通农户和市场的交易过程，交易环节、价款公示方法、公示范围等环节都将影

响农民满意度与公平感。在此情况下，操作透明化将减少农民对于政府缺乏信任的现象，增加政府公信力，同时有效监管资金

的流向，减少官员寻租的腐败行为，有利于地票政策的良好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对于政策实施文件、补助实行方法，政府需

要加大宣传力度，以召开听证会、村集体开会等形式来保证农民都可以了解到政策的相关内容，明确每个环节的流程，增进农

民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地票政策的自主性，适应市场化政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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